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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二十一世紀以來的國際發展援助議程益加強調援助有效性，如何確立

援助過程中最後階段—政策到發展結果—的有效性，則與2015年、

2019年與202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使用個體資料、應用因果推論方

法、進行反事實分析緊密相關。本文回顧援助有效性的背景，介紹反事實

分析的邏輯、方法，並透過訪談與文獻分析，檢視臺灣目前政府開發援助

中，已獲學術期刊審查刊登的反事實分析案例，包括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在南太平洋島國吉里巴斯與馬紹爾群島的園藝計畫以及海地之糧食安全計

畫。本文發現上述案例突破過去臺灣援外工作純質化敘述、可能流於主觀

的評估方式，除具體呈現援助成效並予以量化，亦有助於國內外了解臺灣

的發展援助工作，打破金援外交等負面刻板印象。未來建議將事後評核思

維完整納入計畫初期準備與評估階段，收集基線資料，擴大樣本數，更積

極與相關發展議題的文獻對話，並與其他國際發展組織交流，以期進行更

完善嚴謹之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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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力求建立因果推論的反事實分析在發展研究中日益重要，其脈絡

與政府開發援助的歷史緊密相關。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許多國家面對戰後重

建的挑戰。接受1947年美國馬歇爾計畫之後的歐洲，相對順利地走上復甦道

路，當該計畫於1951年終止時，大多數西歐參與國家的經濟已經恢復戰前的

水準，開啟後來的數十年，西歐經歷前所未有的高速發展時期。早在1944年

即成立的世界銀行（World Bank），鑒於歐洲已經獲得相當的資金，便將工作

範圍聚焦於歐洲以外的國家，但成效並未如西歐一般理想，許多國家持續停留

在低所得之困境中。

於此同時，許多探討經濟發展的理論應運而生，早期的線性發展模型相信

只要投資就能推進發展，若國內儲蓄不足以投資，便由外人投資取代，馬歇

爾計畫在西歐的成功似乎印證了這單純的「投資─發展」邏輯，然而之後歐洲

以外國家的不成功經驗，使學者反思：馬歇爾計畫的投資僅是發展之必要條

件、而非充分條件，故有結構調整模型論者主張，資本累積之外尚須許多社

經條件才能促成經濟發展，而歐洲原有的人民素質、官僚制度與市場經濟等

便符合這些條件（Todaro and Smith 2015）。不論究竟是馬歇爾計畫直接導致

歐洲重建，或者是歐洲本身條件使然，馬歇爾計畫式的國際發展援助工作都

逐漸在世界各地推展開來。臺灣在1950至1960年代也受惠於美國及世界銀行

的援助，其他援助方包括日本、沙烏地阿拉伯、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WHO）與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以下簡稱：ADB）。

而面對接受了世界銀行援助、卻成效不彰的發展中國家，1970年代的國際

依賴理論指出，發展的瓶頸並非儲蓄或投資等內在限制，而是受全球「中心

─邊陲」等權力不對等的外在結構限制所宰制。國際依賴理論中提到窮國少數

菁英階層與國際利益團體的勾結，也體現在為人所詬病的貪腐上：許多人質疑

世界銀行的援助款項並未確實用在規畫的目的，而是遭到官員中飽私囊，援助

款項變相鞏固了惡質獨裁政府，使得改善人民福祉的目標更難達成（Bueno de 

Mesquita et al. 2003; Bueno de Mesquita and Smith 2011; Deaton 2013）。貪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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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喚起世界銀行對於受援國在治理（governance）上的要求，並促使世界銀行

本身重視監管（monitoring）的改革，現在世界銀行每項計畫都有詳實的會計

帳，詳細記錄每次撥款的人、時、地、事、物（金額），並且針對受援者的情

況進行追蹤記錄，例如在農業計畫中記錄參與計畫的農戶收成的結果。這樣的

追蹤記錄已經優於單純的會計帳，以及年報中常見的參與人次、受訓次數、活

動場次等計數資訊，但仍無法有效排除許多不可觀測的因素，而導致無法正確

估計援助之成效。以文字敘述援助之成效更常流於主觀評價之政策宣導，如劉

曉鵬（2012）從大量外交部週報與參與者回憶錄，看到許多對於臺灣1960年

代援助非洲的描述，在今日看來不脫歌功頌德，或本身基於歧視黑人出發的觀

察。

在世界銀行及各國持續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之際，聯合國於2000年頒布

《千禧年發展目標》，宣示消除極端貧窮，以及改善教育、健康、性別平等、

環境永續等發展目標，2016年則進一步擴展為《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以下簡稱：SDGs），以2030年為期限。延續上述反省

援助為何失敗的脈絡，援助國與國際組織在二十一世紀初，陸續產生對於

援助效能及援助品質的討論與宣示。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以下簡稱：OECD）自2001年發展

援助委員會（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以下簡稱：DAC）高階會

議以來，便建議各國朝援助鬆綁（untied aid）的方向努力，尤其針對給予最

低度發展國家的援助，應該容許使用援助金額採購任何國家（而不限於援助

國）的商品或服務。
1 2002年首屆援助有效性高階論壇（High Level Forum on 

Aid Effectiveness）於羅馬舉行，首次將援助有效性寫入正式宣言；2005年第

二屆論壇於巴黎召開，宣言中奠定改善援助品質的行動地圖；2008年第三屆

迦納阿克拉論壇產生的行動議程，強調國家主導權（country ownership）2 與

1	 參https://www.oecd.org/dac/financing-sustainable-development/development-finance-stan-
dards/untied-aid.htm。擷取於2022年6月7日。

2	 過去常見的發展政策，如要求發展中國家立刻讓國營企業私有化，可能因忽略當地條

件而導致失敗收場。受援國的國家主導權，即強調援助應該配合受援國本身所規畫的

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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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會在發展議題的角色；2011年第四屆南韓釜山論壇，建立發展合作

原則與全球有效發展合作夥伴（Global Partnership for Effectiv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以下簡稱：GPEDC）。3 GPEDC於2014年於墨西哥召開第一次

會議，將有效的發展合作導入SDGs；2016年肯亞奈洛比第二次GPEDC會議，

引導所有發展參與者理解彼此在達成SDGs的互補貢獻；2019年紐約聯合國

總部的第一次高階會議，重新確認援助有效性對於達成2030年議程的關鍵角

色。
4 此外，DAC同儕審查則要求DAC成員國，每五至六年需接受兩組同儕審

查，以提升DAC成員發展合作政策、方案和系統的品質與有效性，強化DAC

成員對2030年議程的貢獻。5 上述宣言與原則，均共同指向重視評估援助有效

性（aid effectiveness）、提升援助品質的趨勢與框架。

對於這些大張旗鼓要消除貧窮的宣示，2006年美國紐約上城與下城的兩

位經濟學家分別著書，掀起發展經濟學世紀論戰：哥倫比亞大學Jeffrey Sachs

出版《終結貧窮：如何在我們有生之年做到？》（The End of Poverty: How 

We Can Make It Happen in Our Lifetime）對千禧年發展目標抱持樂觀，相信通

過精心規畫的發展援助，可以在全球消除極端貧窮（Sachs 2006）；紐約大

學William Easterly則引用英國詩人吉卜林的詩作，寫下同名論述《白人的負

擔：為什麼西方的援助收效甚微》（The White Man’s Burden: Why the West’s 

Efforts to Aid the Rest Have Done So Much Ill and So Little Good），指出二十世

紀西方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並未助其脫離貧窮陷阱，多數援助成效僅曇花一

現，應推動自由市場運作，而非讓窮國繼續依賴援助（Easterly 2006）。

麻省理工學院的兩位教授Abhijit V. Banerjee與Esther Duflo則暫時擱置世紀

論戰的二選一巨大選擇題，主張將問題個體化，一次解決一個小問題，探討究

竟哪一項援助方案有效、以及如何奏效，釐清投入與產出之間的因果關係，

最終得以推廣有效的方案、停止繼續進行無效的方案。兩位經濟學家將自己

3	 參https://www.oecd.org/dac/effectiveness/thehighlevelforaonaideffectivenessahistory.htm。
擷取於2022年6月7日。

4	 參https://www.effectivecooperation.org/system/files/2021-01/English%20-infographic.pdf。
擷取於2022年6月7日。

5	 參https://www.oecd.org/dac/peer-reviews/about-peer-reviews.htm。擷取於2022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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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他學者的相關研究集結於《窮人的經濟學：如何終結貧窮？》（Poor 

Economics: A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Way to Fight Global Poverty）（Duflo and 

Banerjee 2011），並與哈佛大學教授Michael Kremer共同獲得2019年諾貝爾經

濟學獎，得獎的原因是他們以實驗途徑減緩全球貧窮（for their experimental 

approach to alleviating global poverty），而實驗途徑即是反事實分析的主要方

法之一。諾貝爾獎的肯定某種程度回應了薩克斯與伊斯特利的世紀論戰：援助

可能有效，但不一定，重點在於如何選取適當作法、透過適當的設計，盡力確

保援助有效。

許多跨國分析顯示發展援助與發展成果的關聯薄弱，但不代表所有的援

助皆無效，而是有待釐清援助這個黑盒子的三個環節：「援助國至政策制定

者」、「政策制定者至政策」、「政策至結果」（Bourguignon and Sundberg 

2007），本文探討的反事實分析即著重於第三個環節。6 例如許多研究探討治

理與發展的結果，但並不清楚實際的政策是否有效，反事實分析正是針對這個

環節進行檢視，雖然反事實分析未必能解決所有關於援助的問題，但透過持續

的評估與學習、結合經濟學方法，因果連結的知識積累將有助於援助政策的改

善。

若將援助的焦點重新放在臺灣，可以看到臺灣在1950年代收到大量援助

後，自1959年派遣第一組農業援助團至越南，1960年以「先鋒案」（Operation 

Vanguard）援助非洲多國，六十多年來持續參與國際發展工作。聯合國長期建

議已開發國家將0.7%之國民所得（Gross National Income，以下簡稱：GNI）

貢獻於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以下簡稱：ODA），

根據OECD資料，臺灣的ODA比重自2012年迄今均在0.05%左右，7 顯示臺灣

若自期成為國際社會夥伴，在ODA的貢獻上仍有可以提升的空間。而儘管臺

灣的政府開發援助可能延續與中國對抗的冷戰思維，臺灣的援助經驗仍值得更

6	 目前臺灣以正式出版關於政府開發援助的研究文獻中，大約是「援助國至政策制定

者」為多數（如Chan 1997; Chien and Wu 2021; Chien, Yang, and Wu 2010; Lin and Lin 
2017; Wu and Chien 2022），「政策制定者至政策」為少數（如劉曉鵬（2009）），
「政策至結果」則幾乎沒有，以本文研究的三篇文獻為代表。

7	 參https://data.oecd.org/oda/net-oda.htm，擷取於2022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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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記錄與研究（Chien, Yang, and Wu 2010），現有文獻多著眼於援助者的策

略在外交政策上的意涵，所包含的數據也為受援國數量、援助者投入的金額、

計畫數量等（如Guilloux 2009; Wang and Lu 2008），以及與台灣建交或斷交對

該國經濟成長的影響（Chen and Chen 2022; Su 2022），進行成效評估便可能

是記錄臺灣的援助經驗、並進一步與國際經驗對話的極佳途徑。

本文嘗試結合全球國際發展援助的脈絡，以及臺灣政府開發援助的現況。

本文架構如下：第貳節介紹近年發展研究常見的量化研究及反事實分析的邏

輯，並說明反事實分析的具體方法；第參節簡述臺灣以反事實分析方法研究政

府開發援助的背景，以及已獲學術期刊出版的三項案例，並對照鄰國日本在相

近議題上的研究；第肆節討論三項案例對臺灣參與國際發展及進行成效評估的

意涵，第伍節為結論。本文的研究方法除了針對政府開發援助的文獻評述外，

亦包含2012年到2022年期間，分別在臺灣與美國進行田野訪談與文獻蒐集的

成果。

貳、反事實分析的邏輯與方法

一、反事實分析的邏輯

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強調個體資料（micro-level data）的途徑，

有異於傳統經濟發展學者著眼於總體數據如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簡稱GDP）、經濟成長率，而與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Angus 

Deaton使用個體資料研究消費與貧窮相通，並呼應了以個體資料爬梳政策因

果關係而獲得202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David Card、Joshua Angrist、Guido 

Imbens。2019年與2021年得主的研究方法均屬於反事實分析（counterfactual）

邏輯之應用：比較「政策或方案介入下的實際發生情形」與「若無政策或方案

介入應該發生的情形」，兩者的差異即為方案的成效。兩年諾貝爾獎的差異在

於：2021年得主運用政策變化之自然實驗（natural experiment）以及計量方法

確立因果關係，但自然實驗較為可遇不可求，例如Card著名的勞動經濟學研究

運用的自然實驗情境，是1992年紐澤西州提高最低工資，鄰近的賓州則未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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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Card and Krueger 1994），然而在大部分的現實情況下，是否直接受到政

策或方案的影響繫於選擇偏誤；2019年得主的現場實驗（field experiment）途

徑，則突破過去學者對於社會科學不能進行實驗、要實驗也只能在實驗室中進

行的想像，在現實情境中進行隨機分組後，施予不同變因，比較實驗組與控制

組（或稱對照組）的後續差異。

現場實驗的作法引起許多對於研究倫理的疑慮或批評（Ravallion 2012; 朱

敬一 2020, 110-119），常見的批評包括三種：第一，對人進行隨機實驗不符

合倫理；第二，進行現場實驗需要龐大經費與特權；第三，進行現場實驗的研

究者似乎是為了「研究」貧窮而「研究」，並非真正解決貧窮。針對第一種批

評，支持現場實驗的研究者認為，發展援助方案如同疫苗，一般疫苗必然經過

一系列嚴謹的隨機控制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以下簡稱：RCT）

測試才能大規模施打；多數發展援助方案若僅基於援助者的善意與未經驗證的

理論，便施加於發展中國家人民，其實也有違倫理。如能透過嚴謹的研究，評

估具體成效，探究有效或無效的運作機制（mechanism），在小規模實驗中確

認有效後再擴大實施，可能才是負責任地進行發展援助的方式。

對於第二種批評，可以從資料的產生來思考。沒有個體資料是真正免費

的，相對於現場實驗，實證研究可能仰賴行政資料或大型調查資料，然而除了

少數國家如北歐國家有較完善的行政資料釋出制度，全世界大部分國家的行政

資料取得都有繁複程序，研究資歷深厚、或跟政府關係密切的研究者通常也較

可能取得；而執行大型問卷調查也需要龐大經費與特權，最後能夠公開給一般

人「免費」使用的資料，往往也仰賴政府補助才得以公開。而現場實驗在研究

者費力收集、產生研究結果出版後，其原始資料通常也公開在期刊的網站供人

下載檢驗或用以研究其他題目，若將進行現場實驗視為一種資料的產生者，在

發展中國家疏通政府或說服民間組織，每年花數週至數月在生活條件較匱乏的

貧窮地區實地監督實驗，招募並訓練徒子徒孫投入發展中國家研究等⋯其困難

度應該不亞於其他類型資料的產生過程，無怪乎Duflo（2017）會說，過去經

濟學家可能被視為政策設計的工程師，但她指出經濟學家更應該像水管工一

樣，觀察實際執行時的細節以及遇到的困難，使用最新的方法修理、調整，以

求政策執行不失初衷。事實上2019年得主們在進行各種現場實驗之前，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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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分析傳統的資料建立其學術地位，
8 其新闢的研究途徑大可接受公評，但

現場實驗對於發展研究的貢獻仍應獲正面看待。

第三種批評如果成立，所有社會問題的研究者可能都難逃這樣的評論，例

如犯罪學者、環境學者的研究，不應因為犯罪問題或環境問題的仍然存在而被

否定。社會科學研究者能夠研究社會現象，並提供證據供政策參考，便不算失

職。2019年得主們透過個體資料與現場實驗的研究，以經濟學的視角，使更

多人了解「發展中國家未達發展期待」當中的個體思維，破除「貧窮的個人只

是因為不理性或不努力」的錯誤認知，這種貧窮除魅化的研究即使沒有立刻解

決貧窮問題，也有其本質上的貢獻。

從隨機實驗獲得較完善的證據，證明「這帖發展藥方有效」後，便可以擴

大實施，著名案例之一是Michael Kremer與他當年指導的博士生、現任加州大

學柏克萊分校教授Edward Miguel所主持的除蟲（deworming）實驗：過去對於

除蟲的印象多侷限在醫學與公共衛生，但Kremer與Miguel在肯亞的研究發現，

除蟲帶來的健康改善也使得學生更穩定就學，乃至於提升教育水準，甚至在

1999年除蟲實驗後二十年，仍然看見接受除蟲的學生獲得更高的時薪、享受

較高的消費水準。上述研究也發現，以學校為單位進行除蟲方案具有極大的正

面外部性，一個學生接受除蟲的好處不只自己享受，也使身旁的同學處在更健

康的環境（Baird et al. 2016; Hamory et al. 2021; Miguel and Kremer 2004）。經

過嚴謹的研究設計驗證後，確認結合多項發展目標又符合成本效益的除蟲方

案，便漸漸在衣索比亞、印度、肯亞、奈及利亞、越南等地擴大實施推廣。
9

相較於上一節所提到世界銀行較早的反省作法「監管」，相當於僅記錄實

驗組的表現，控制組的設置則幫助捕捉不可觀測的大環境因素，製造一個反

事實情境，意即比較「方案介入下的實際發生情形」與「若無方案介入應該發

生的情形」，兩者的差異即為方案的成效。反事實分析除了透過RCT進行，也

8	 Banerjee與Kremer分別於1996年、1999年開始擔任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正教授，三
人中最年輕的Duflo則是2004年升為麻省理工學院正教授，大部分的隨機實驗都是在此
之後才陸續開始進行。

9	 參https://www.povertyactionlab.org/case-study/deworming-increase-school-attendance。擷
取於2022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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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透過其他方法增加研究軸向或降低樣本差異，追求估計之結果更加接近反事

實分析情境。目前國際援助三大趨勢—以證據為基礎之政策制定（evidence-

based policy making）、以結果為基礎之管理（result-based management）、

強調援助有效性，均共同指向進行嚴謹成效評估（impact evaluation）的重要

性。

二、反事實分析的估計方法

經濟學家力求找出現象背後的因果關係，經常運用反事實分析邏輯，以下

介紹幾種較為淺顯且常用於發展研究的反事實分析方法。

（一）隨機控制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以下簡稱RCT）

RCT始於醫學臨床試驗，試圖透過研究設計，如科學實驗一般，一次只改

變一個變因，以達到準確的歸因。RCT在醫學及基礎科學研究之外的應用，

經過1970年代至1990年代的辯論，逐漸成為美國政策評估所接受的工具，在

1990年代中期之後在發展研究中快速成長（Duflo 2016），其操作的方式是在

方案介入之前，即以隨機方式分組，決定方案之接受者（實驗組）和控制組，

確保兩組在方案介入之前沒有顯著的差異後，即可將方案介入視同唯一變因，

其成效估計之概念可以式(1)表示：

　　　　　　　　　　　　　y = α + βTreat + u (1)

y為方案關注的結果，Treat為是否屬於實驗組的虛擬變數，屬實驗組之樣

本Treat = 1，屬控制組之樣本Treat = 0，α為常數項。當Treat = 1，α + β即為實

驗組的平均結果；當Treat = 0，α即為控制組的平均結果，兩組平均結果之差

異：(α + β) – α = β即為方案之成效。u為誤差項，當解釋變數與不可觀測的誤

差項之間存在關聯（Cov(Treat, u) ≠ 0），即產生經濟學最強調處理的內生性

問題（endogeneity），現實中計畫參與經常面臨自我選擇（self-selection）問

題，例如計畫參與者可能是執行單位選擇有政治目的或最好配合的對象，就算

是自行報名，可能也反映計畫者特別積極或者特別閒置而有空參加方案，均可

能高估或低估方案真實的平均效果，使得估計結果無法對於其他時空提供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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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參考。然而RCT直接隨機決定了Treat，便避免了內生性問題。

RCT的優點是容易理解、計算與詮釋，但是現場實驗以及收集資料的過程

往往需要大量人力與經費投入，因現場實驗細節繁瑣，也容易產生人為疏失。

（二）差異中之差異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以下簡稱DID）

DID是一種準實驗設計（Quasi-Experimental Design），常見於勞動經濟

學，其最早的概念可追溯至流行病學之父John Snow（1813-1858）對霍亂的研

究。使用DID估計成效的概念可以式(2)表示：

　　　　　　　y = α + β1Treat + β2After + β3Treat×After + u (2)

DID與RCT同樣對實驗組與控制組進行比較，但相較於RCT，DID又增

加了時間的面向，以After標示方案或政策的先後，方案實施前的樣本After = 

0，方案實施後的樣本After = 1。其餘與RCT之估計式一樣，y為方案關注的結

果，Treat為是否屬於實驗組的虛擬變數，屬實驗組之樣本Treat = 1，屬控制組

之樣本Treat = 0，α為常數項。Treat×After之係數β3反映實驗組及控制組在方

案前與後的差異之變化，可以式(3)表示：

β3 =（方案後實驗組 – 方案後控制組）–（方案前實驗組 – 方案前控制組） (3)

此乃由於方案後實驗組的結果相當於α + β1×1 + β2×1 + β3×1×1 = α + β1 

+ β2 + β3，方案後控制組相當於α + β1×0 + β2×1 + β3×0×1 = α + β2，因此方

案後兩組的差異為β1 + β3；同理，方案前實驗組為α + β1×1 + β2×0 + β3×1×0 

= α + β1，方案前控制組為α + β1×0 + β2×0 + β3×0×0 = α，相減之下，方案前

兩組的差異為β1；最後以方案後的兩組差異減去方案前的兩組差異，即得到(β1 

+ β3) – β1 = β3，故β3可反映考慮兩組差異之後的方案成效。

DID的重要假設為平行趨勢（parallel trend assumption），也就是必須確保

在方案介入之前的任何時間點，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差距必須相同，意即實驗組

與控制組之間不存在系統性差異，在此假設下，DID克服了樣本無法隨機分組

的問題。經濟學使用DID的經典範例如Card and Krueger（1994）對於最低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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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影響就業的研究，其他關於DID方法上的侷限可以參閱Bertrand, Duflo, and 

Mullainathan（2004）與Meyer（1995）等。

（三）傾向分數配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簡稱PSM）

傾向分數配對法由Rosenbaum and Rubin（1983）所提出，延續上述實

驗組與控制組的反事實分析框架，在組別並非隨機決定的情況下，以傾向分

數配對法來控制會影響估計因果關係的其他因素，即共變項（confounding 

covariates）。PSM的操作步驟如下：首先，根據共變項對個體接受方案與

否（分配到實驗組）進行迴歸（通常是logit或probit迴歸），取得預測每

一個體接受方案與否（分配到實驗組）的機率P(Z)，此機率即為傾向分數

（Propensity Score），概念在於平衡樣本分配到實驗組的機率。接著選擇配對

方法，常見的方法包括最近相鄰配對法（Nearest neighbor matching）將傾向

分數最相近的控制組樣本做配對；Kernel 配對法（Kernel Matching）將樣本經

過加權平均之後，再進行配對；半徑配對法（Radius Matching）對傾向分數

能配對的上下界做限制，對符合特定帶寬（Bandwidth）的控制組樣本進行配

對。每一種配對的運算方式所估算出來的實驗處理效果會略有不同，但大致

上對於結果的有效性沒有實質上的差異（關秉寅、李敦義 2010；Ting, Ao, and 

Lin 2014）。最後根據傾向分數來進行配對，可計算出實驗組的平均介入效

果（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 on the Treated, ATT）、控制組的平均介入效果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 on the Untreated, ATU），後可估計出母體的平均

介入處理效果（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 ATE），即為母體中接受方案與未接

受方案的兩組在接受與未接受實驗後的平均差異，有效解決實驗組及控制組於

接受實驗處理前的差異及可能潛在偏誤。

以上三種方法皆為建立控制組與實驗組進行比較之概念，多需收集初級資

料，問卷調查執行過程需要不小的經費與人力投入；尤其控制組未參與方案，

在抽樣與回答意願上都較為困難。當預算不足時，次好的選擇是向方案參與者

收集資料，與該地區之普查資料進行比較；或者針對方案參與者收集更多背景

特徵資料，雖無法呈現出因果關係，至少可以觀察方案施於不同背景特徵者是

否出現不同改變（鑑於因果關係未明，避免稱之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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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運用反事實分析之臺灣ODA研究

一、臺灣ODA反事實分析研究之背景

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國合會）為臺灣專責提供對外援助 10 

之法人機構，其歷史可追溯至中華民國外交部於1959年首次派遣駐外農技團

至越南，後來先後改組為「先鋒案執行小組」、「中非技術合作委員會」、

「海外技術合作委員會（以下簡稱：海外會）」，1989年經濟部成立「海外

經濟合作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海合會）」；1996年今日的「國

際合作發展基金會」成立，承接海合會及海外會業務，兩會則分別裁撤。
11 國

合會成立時，外交部延攬曾於世界銀行服務三十餘年的羅平章先生返國出任

首任秘書長，引進「計畫循環」方法為國合會計畫執行原則，「評核」即為

循環中七個步驟之一，早年國合會主要係由稽核室負責的業務成果管理與追

蹤，透過質化方式確認計畫成果與達成情形，
12 較接近過去國際組織多以實地

田野研究為主，透過人類學者參與，側重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及

參與觀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但近年來隨著科技的進展，包括由統

計科學中發展出來的實驗法，透過對比實驗組與控制組的差異，以及觀察性研

究（Observational Study）中採取嚴格的研究設定，以事後觀察資料發展的統

計技術，成為計畫效果評核的主流研究方法（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2019, 71）。

10	 國合會雖為臺灣專責提供對外援助的機構，ODA多數經費為外交部運用，國合會所
執行之ODA金額僅約佔臺灣ODA總額之12%至18%，遠低於美、日、韓等國之機構佔
ODA比例。

11	 國合會沿革參https://www.icdf.org.tw/wSite/ct?xItem=64&ctNode=31100&mp=1。擷取於
2022年4月7日。

12	 由現在臺大公共衛生學系蔡坤憲教授代表的中華民國駐聖多美普林西比瘧疾防治顧問

團為一例外，Chen et al.（2019）記錄了病媒防治措施介入後的效果：三波室內殘效噴
灑（indoor residual spraying）之後，全國瘧疾發生率自2004年的37%大幅降至2007年的
2.1%。該團隊並在瘧疾防治的背景下，從該國孕婦血清樣本，證明了登革熱病毒的傳
播（Yen et al. 2016），並檢驗出可引起人類恙蟲病的細菌（Yen et al. 2019），以及可
導致人類跳蚤傳播斑疹熱的立克次氏體細菌（Tsai et al. 2020）。但上述研究均為觀察
敘述性研究，未能確立措施與瘧疾發生率之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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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國合會透過編製計畫評核手冊，考量評核工作本身的經費、人力與

成本效益，每年擇定主題，例如2017至2019年分別為園藝、糧食安全與農企

業，選取計畫規模較大的一至兩項計畫，並與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楊文山

研究員合作，展開使用反事實分析法的事後評核，藉此驗證計畫成效。此外，

國合會於2012年起推動技術合作變革，將計畫管理制度化，使個別計畫變成

有起訖點，也使執行事後評核的時間點更為明確。透過專訪國合會負責計畫評

核之部門主管，研究發展考核處處長曾筠凊女士表示：「國合會近年來體認評

核的意義不在於評論成敗，而是從計畫經驗中找到成功關鍵因素，另外國合會

不同於ADB或部分國家，並非推動大規模基礎建設的外援模式，國合會的計

畫通常直接接觸當地人民，藉由能力建構或機構功能提升帶動行為改變。」
13

透過專訪近年參與國合會計畫評核之外部學者，楊文山表示，國合會近年

來進行的研究，並非為了反事實分析而做反事實分析，而是基於成效評估的初

衷，參考世界銀行、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ADB使用的方法，開始從

實驗設計的概念進行評核工作，使得評核不只是做調查，而是藉由實驗設計估

計介入效果，可視為一種調查研究的創新，並使國合會的研究方法符合國際趨

勢，且讓計畫效益評估與國際同步。國合會目前已經發表的個案，主要基於農

業為國合會長期援助的方向，當地的農技團提供進行調查的網絡支持，且優先

考慮民眾直接參與的計畫，較適合使用反事實分析方法進行評核。楊文山根據

參與國合會評核的經驗指出，國合會研究小組從設定研究問題、決定研究步驟

與方法，均進行詳盡的討論，曾經面對的主要困難是遠距進行海外調查，需要

透過嚴謹的問卷設計，以及一對一訪員訓練，盡可能詳盡說明，以降低遠距執

行的困難；
14 也從陸續執行評核的過程中，由紙本問卷調整為使用問卷軟體收

案。

近年來，國合會對於方案成效評估日益重視，也積極以學術語言發表評核

研究結果，參與國內外學術研討會，除了提高臺灣ODA的能見度，也讓臺灣

13	 2022年3月7日與6月6日於臺北與國合會工作人員的訪談發現，與2021年12月13日國合
會於政治大學的講座內容。

14	 2022年8月25日於臺北與楊文山的訪談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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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與國際經驗對話。本文簡介並討論三篇由國合會主筆、已獲刊於國內外

學術期刊的文章。就數量而言，根據目前國合會網站的計畫查詢功能，可以看

到有20個計畫與這三篇文章中檢視的計畫同樣始於2011年、完成於2013或2014

年，
15 針對這段期間的計畫，已公開發表的評核結果除了上述三篇文章，還

包括三篇尚未正式出版的研討會論文（Cheng and Tseng 2020; 曾晴婉、鄭晏宗 

2020；曾晴婉 2021），即20個計畫中產出六篇評核結果，相當於三成；若考

慮少數計畫未被納入該查詢系統，導致實際已完成之計畫數量超過20個，仍可

保守估計該時期計畫已有兩成以上進行相對嚴謹、調查對象包含參與者及非參

與者的評核。
16

二、三篇臺灣ODA反事實分析研究

三篇文章的主要資訊整理於下表1。三篇文章均與農業援助有關，可說是

看到臺灣對外援助由早期的農耕隊演變到二十一世紀的樣貌。第一篇吉里巴

斯文章（鄭晏宗、曾筠凊、楊文山 2019）與第二篇馬紹爾群島文章（Cheng et 

al. 2021）來自相似的計畫背景，兩者皆為國合會在2017年首度進行系統性評

核的產物。吉里巴斯與馬紹爾群島均為太平洋島國，屬於小島嶼開發中國家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以下簡稱：SIDS），兩國同樣面臨近年來非

傳染性疾病問題嚴重，且受文化及飲食習慣所影響，人民肥胖比例較高，兩篇

文章的調查對象之平均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以下簡稱：BMI）也

確實高達30，遠高於WHO建議的正常範圍上限24.9，對該國人民健康帶來負

面影響。基於兩國人民蔬果攝取量低，而新鮮蔬果之攝取有助於降低非傳染性

15	 參https://www.icdf.org.tw/wSite/lp?ctNode=31133&CtUnit=136&BaseDSD=100&mp=1，
擷取於2022年9月7日。但此查詢系統不包含部分近年斷交國家之單一國家計畫，例如
未能找到駐吉里巴斯技術團園藝計畫，若搜尋吉里巴斯，僅能找到包含其他國家的計

畫，如友好國家醫事人員訓練計畫、行動醫療團計畫等。
16	 另根據國合會2021年12月13日於政治大學的講座內容，自2011年以來，國合會已完成
的事後評核包含位於17個國家的19個計畫，其中包括2017年以來使用反事實分析的六
篇研究，2017年以前較傳統的評核方式則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另外說明由於國合會的
規範是對已完成三至五年的計畫進行評核，這裡的19個計畫亦包括早於2011年以前完
成的計畫，與計畫查詢功能中顯示的20個計畫有重疊但不完全一樣。作者感謝匿名審
查人的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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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國合會近期三篇評核研究主要資訊
(1) (2) (3)

篇名

臺灣園藝類型援外計畫對

民眾蔬果攝食量之影響—

以吉里巴斯為例

Sustainable food security 

in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SIDS): A case of 

Horticulture project in Mar-

shall Islands

臺灣援外計畫影響之實證評

估：以海地糧食安全計畫

（2011-2013）為例

出版

情形

2019年刊登於《臺灣公共

衛生雜誌》（TSSCI）

2021年刊登於Marine Poli-

cy（SSCI）

2 0 2 1年刊登於《問題與研

究》（TSSCI）

計畫

背景

太平洋島國非傳染性疾病

問題嚴重，低蔬果攝取為

關鍵之一

太平洋島國非傳染性疾病

問題嚴重，低蔬果攝取為

關鍵之一

海地長期面臨糧食安全挑戰

計畫

名稱

駐吉里巴斯技術團園藝計

畫
馬紹爾群島園藝計畫

駐海地技術團阿迪波尼水稻

產業發展計畫

計畫

時間
2011至2014年 2011至2014年 2011至2013年

計畫

內涵

建立該國蔬菜產銷體系，

並辦理蔬果烹飪班

資源提供、能力建構、蔬

果推廣

生產面提供技術指導、種

子、肥料貸款、農機代耕，

收穫後處理方面協助安置與

修建相關設備

計畫

目標

改善人民飲食習慣、攝取

更多蔬果

改善人民飲食習慣、攝取

更多蔬果
改善稻農生計與糧食安全

研究

方法

2017年橫斷式問卷

迴歸分析，PSM

2017年橫斷式問卷

迴歸分析

2018年橫斷式問卷

迴歸分析，PSM

研究

樣本

171家戶：

63為實驗組、108為控制組

96家戶：

36為實驗組，60為控制組

127人：

50為實驗組，77為控制組

研究

發現

計畫參與者之蔬果量比非

計畫參與者高出0.89份，且

達到統計上顯著。

蔬果量提高，所得提高。

業者之灌溉條件強烈影響稻

作單位面積產量，家戶收入

為影響家戶糧食安全的主要

因素。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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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相關之風險，國合會遂於2011至2014年在兩國推動園藝計畫，旨在藉由建

立兩國蔬菜產銷體系，進而改善兩國人民飲食習慣，提高蔬果攝取。第三篇海

地文章（曾晴婉、鄭晏宗、曾筠凊 2021）則基於海地面對美國稻米傾銷，國

內生產力不足的背景，國合會因應海地政府需求，嘗試透過水稻產業發展計

畫，提供從栽種生產到收穫後處理各階段的技術、貸款等支援，以期最終提高

海地人民糧食安全。

在研究方法上，三篇文章均使用準實驗設計，於計畫結束三到五年後進行

一次橫斷式問卷，以t檢定比較計畫參與者（即實驗組）及非參與者（即控制

組）之差異，使用迴歸分析進一步控制相關變數，並以PSM處理部分內生性問

題。三篇文章的問卷樣本分別為171個家戶、96個家戶、127人。

研究發現的部分，吉里巴斯的結果最為明確：參與計畫的家戶每日蔬果攝

取量比未參與計畫之家戶高出0.89份，且達到統計上顯著，不同的迴歸模型以

及PSM調整後的結果也大致相符：數值都落在0.81與0.93之間，且達統計上顯

著，相較於平均值—每戶每日攝取蔬果2.42份—能達成這樣的改變是很不

容易的。然而根據文內說明，「一份」蔬果的定義是一碟蔬菜生食一碟、半碟

蔬菜熟食或一個拳頭大小的水果，換算下來，全戶每天增加將近一份蔬果，而

家戶平均人數5.7人，分食之後每個人可能只有多吃到一口，這樣的增幅雖在

統計意義上達到顯著，仍須思考此成效之實質意義。衡量實質意義的方法之一

是與文獻對話，比較過去用以提高蔬果攝取的措施帶來多大改變，然而吉里巴

斯一文投稿公共衛生期刊的重點雖應是記錄該計畫對於公共衛生（飲食改善）

的貢獻，文獻探討卻相對缺乏過去如何改善飲食習慣的研究。即使引述了一篇

Appetite期刊的文章，卻僅用以說明「相關研究指出，太平洋島國人民已逐漸

瞭解蔬果對於健康飲食的重要」，至為可惜。

同樣的，海地一文的計畫目標為改善稻農生計與糧食安全，文獻卻多著墨

國際關係理論，雖然可能是為了符合《問題與研究》期刊性質或審查人的要

求，卻也使得該文不易以其在成效評估上的貢獻，與其他改善稻農生計與糧食

安全的國際援助工作進行對話。而兩篇中文文章均以大量篇幅介紹國合會，並

解釋其工作的合理性，一方面反映國合會對於自身工作透明化的努力，另一方

面也反映基於臺灣特殊的國際身分，國內學界與大眾均較少接觸國際援助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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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及實務作法，以至於現階段國合會成效評估的研究產出，仍負有對外介紹國

合會之重大使命，而尚未能更多聚焦於援助計畫所欲解決之問題在學術上的知

識基礎與挑戰。期許在國合會與發展研究學者共同努力闡述了「為什麼要去幫

助其他國家？」以後，下一步能更聚焦於「怎麼做」，融入國際發展社群的討

論。

相較於吉里巴斯頗為一致的分析結果，馬紹爾群島的研究結果則較為

模糊：馬紹爾群島的計畫參與家戶每日蔬果攝取量為6.37份、非參與家戶為

4.41，如此計算差距為1.96份，統計上顯著程度僅達10%，意即在真實母體的

效果有10%的可能性是不顯著的，而非較常使用的5%標準，數值與顯著性均

不高。然而在迴歸模型中，計畫參與者與非參與者的差距拉大到5.18，且統計

誤差機率低於1%，數值與顯著性均比t檢定結果高很多。從數值來看，馬紹爾

群島的計畫成效約是吉里巴斯的二倍至六倍，然而文中僅能看出參與者及非參

與者在蔬果知識與蔬果態度幾無差異，那麼便是兩類家戶在其他控制變數（性

別、年齡、教育年數、家戶所得、取得蔬果距離）存在極大差異，才可能使迴

歸的結果與t檢定有此巨大差異，可惜該文僅簡單推論「參與計畫顯然是蔬果

攝取的影響因子」，若能就上述問題進行釐清，將有機會進一步探討異質效果

的來源，使得估計結果的詮釋更加完整，並提供未來的援助計畫更多寶貴的參

考。

海地的研究結果亦有待進一步討論：海地一文的t檢定與迴歸分析均顯示

計畫參與者的稻作單位面積產量低於非參與者，即便使用不同的迴歸模型設

定、將樣本限縮為僅選取灌溉條件差的業者、亦使用了PSM，均得到十分一致

的結果：計畫參與者產量較低。但作者始終未能提出有說服力的證據解釋之，

僅強調水文灌溉條件方為影響海地稻農稻作單位面積產量之關鍵因素，即使分

析結果已經呈現「在同樣的灌溉條件下，參與計畫者產量比未參與計畫者產量

差；灌溉條件差者參與計畫的負效果大於灌溉條件佳者參與計畫的正效果；限

定於灌溉條件差者，參與計畫者的產量還是比未參與計畫者產量差」。該文

目前呈現的迴歸分析結果實際上顯示的是：「灌溉條件確實嚴重影響稻作生產

量，但排除灌溉條件的影響後，仍存在其他不可觀測的因素，導致計畫參與者

的產量較低。」目前文中其他資訊並不足以看出參與計畫者有何其他先天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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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導致其產量低於未參與計畫者。事實上援助計畫未如預期奏效並非罕見，

如能深入探究其背後原因，可能為評核以及未來的實務操作帶來更大貢獻，但

作者至終未能合理闡釋「為何參與計畫對於整體以及灌溉條件差者均帶來負面

影響」，其實十分可惜。

除了上述討論的量化研究內容，國合會目前的評核方式其實更接近混合方

法研究（mixed method studies），因為目前的研究除了結構式問卷以外，通常

亦輔以計畫利害關係人訪談，這部分屬於質化研究，宜更詳細說明其研究方

法，例如利害關係人的數量及其可揭露之職稱或身分、說明何謂「利害關係」

等，以強化文中來自訪談發展出的論述。

根據表1亦可看到，三篇文章均於計畫結束三到五年後進行一次橫斷式問

卷，此作法應是根據國合會內部的分工，由技術合作處負責從前期規畫、執行

計畫到計畫結案，三到五年後再由研究發展考核處進行評核，執行這一次性的

橫斷式問卷。然而這樣的作法，或許嘗試捕捉計畫的長期效果，實際上卻難以

排除從計畫結束後，到問卷進行之間三至五年的干擾因素，不僅非常可能降低

研究的準確性，也不利於成效的呈現。如能參考其他國際援助機構，例如世界

銀行選擇進行評核的方案，會由同一單位進行計畫開始前的基線調查與計畫結

束後不久的結案調查，
17 如此至少兩波的資料，較可能進行前後比較；假使實

驗組與控制組尚可相比，才可能進一步進行前述的DID分析。如能進行不只兩

波的調查，例如在計畫期間亦進行追蹤調查，亦有助於實務上即時反饋、進行

滾動式調整，並於研究上建立多個時點，以了解短、中、長期效果。如果國合

會更期許在援助的實務作法上有所貢獻—致力於了解哪些援助方式可產生顯

著成效，並將其成效與其他作法予以量化比較，那麼更接近國際理想標準的作

法，是能在計畫開始前即以隨機決定實驗組與控制組，並設計更符合計畫目標

的衡量項目，例如吉里巴斯和馬紹爾的文章最終希望減少慢性病，蔬果攝取僅

為手段，終極關懷應是健康狀態，便可進一步檢視計畫是否有助於改善BMI，

甚至調查受訪者就醫情形、或增加血糖與血壓等基本檢測。這部分勢必增加調

17	 這部分涉及較大的組織調整，但以國合會目前會內處室之間緊密合作的關係、人員跨

處室流動並非罕見的現況，應有可嘗試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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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的成本，或者需要連結援助國的不同部門（例如園藝計畫最終連結到醫療或

國民健康主管機關），但或許是長期而言可供參考的方向。

除此以外，表1未能涵蓋比較三項計畫之經費與人力規模，係因三篇文章

中，僅有海地一文說明「此項目2011年至2013年投入總計175,791美元，包含

人事費59,556美元與業務費116,235美元」，其餘兩篇及其他計畫從文章、國合

會網站、國合會年報等公開資料，皆未能取得計畫經費與人力之細節。國合會

目前未公開各方案的詳細金額，部分原因可能是避免友邦以此互相比較、進一

步索求更高援助金額，甚至以轉與中國建交作為要脅，惟公布方案金額為世界

銀行及OECD之慣例，長期而言，國合會需基於台灣特殊外交處境，予以審慎

考慮。

三、與國外類似研究之比較

上述國合會研究中與援助成效評估文獻對話之不足，以及水稻計畫成效評

估的困境等，或許可以參考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以下簡稱為：JICA）公開發表的研究成果。JICA為日本ODA的執行

單位，JICA的前身自1954年起開始技術合作之國際援助，1974年JICA正式成

立，迄今已援助190多國，並且積極進行成效評估。雖然其歷史與規模均與國

合會有所差異，基於同為東亞援助國，所提供的技術合作類型時有相通，仍有

相當的參考價值。舉例而言，JICA在非洲多國推展水稻種植並以反事實分析

框架檢視成效，近年發表於World Development期刊至少三篇文章，分別探討在

烏干達（Kijima, Ito, and Otsuka 2012）、坦尚尼亞（Nakano et al. 2018）與象

牙海岸（Takahashi, Mano, and Otsuka 2019）的經驗。

三篇文章的背景，都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面臨農業生產力長期停

滯，JICA協助提供水稻種植技術的訓練，較早期的烏干達研究與國合會現有

的研究類似，同樣是執行單次橫斷面問卷調查，以177個田地樣本進行PSM；

坦尚尼亞與象牙海岸研究則分別有202及328個樣本，並於三個年度進行問卷

調查，故可以建立三年期及五年期 18 追蹤資料，進行DID分析，再搭配其他

18	 坦尚尼亞研究於2010、2011、2012年進行調查，2010年亦以回溯性問題蒐集2008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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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固定效果（fixed effects）、空間計量模型等統計方法增進嚴謹度。另一篇研

究在JICA的坦尚尼亞水稻計畫之後，進一步與知名孟加拉微型貸款機構BRAC

（Bangladesh Rural Advancement Committee）合作，探討微型貸款對於農民使

用化學肥料的影響，其研究結果發現，微型貸款並不會增加農民對於化學肥料

的使用，也無助於增加產量、利潤與家戶所得，雖然這樣的結果不算是正面，

但該文透過更深入探討後，發現貸款對於灌溉條件較佳者沒有影響，因為他們

原本就會使用足夠的肥料，但對於灌溉條件較差且原本使用很少肥料的農夫，

貸款則會增加他們的肥料使用（Nakano and Magezi 2020），這便是一個雖然

計畫結果跟預期不同、但仍得到寶貴發現的評估案例。

根據前述這幾篇文章的作者群，也可以看到JICA積極讓學者（尤其是發

展經濟學家）參與評估JICA計畫的成效，這部分對於現有編制內人力有限的

國合會，應是值得持續並且積極爭取合作的作法。針對前述援助有效性的國

際框架，JICA指出，作為國際發展機構，必須持續關注全球發展議題趨勢，

強化在國際論壇中執行最新發展議程的能力。故JICA透過積極參加聯合國、

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ADB、美洲開發銀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以下簡稱：IDB）、非洲開發銀行與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以下簡稱：EBRD）的會議，並經常互

訪（JICA 2012），包括派員至上述組織中實證研究能量最充足的世界銀行交

流、進修，來推動實證研究。
19

四、小結

近年來國合會導入反事實分析進行事後評核工作，本身已是積極關注全球

發展議題趨勢並付諸行動的結果。
20 而根據上述討論，仍可以歸納出臺灣政府

開發援助現階段可以參考改進之處。第一，調整調查時間。先以建立基線值為

目標，以改善目前已經發表的研究均僅有計畫結束後三到五年的事後資料，缺

2009的資訊，故其部分資訊為五年追蹤資料。
19	 2012年7月9日於美國華盛頓世界銀行總部的訪談發現。
20	 2022年3月7日與6月6日與國合會工作人員的線上訪談發現。



 發展研究與反事實分析：以臺灣政府開發援助為例　151

乏事前基線資料，對照反事實分析框架，明顯缺乏方案前的資訊作為參照，難

以正確估計方案前後的變化。一次性橫斷式問卷有可能透過回溯性問題，建立

基線值，進行前後比較，但若仰賴受訪者回溯方案前的情況，其誤差亦難以估

計。第二，擴大樣本數。目前已經發表的研究，其樣本數最高僅171人，相較

於世界銀行資料庫所公布針對成效評估收集的34個資料庫 21
，其樣本數的中位

數為3,473，且僅有三個資料庫之樣本數未超過500，臺灣發展援助評估的規模

仍相差甚遠，也可能導致在統計方法上需要大樣本的估計困難。樣本數當然

仍與受援國本身的人口數有關，目前的小樣本數多少受限於小國人口少，例如

吉里巴斯人口11.7萬，馬紹爾群島人口僅5.8萬，幾乎都比上述世界銀行資料庫

涵蓋的國家人口少，且SIDS現有文獻原本就相對有限，國合會的研究充實了

SIDS研究，已經是非常有意義的貢獻，如能再略為增加樣本數，將有助於進

行更精準的估計。第三，更完整呈現與詮釋研究結果，更積極與文獻中的現有

作法進行比較與對話，這裡所指的文獻，包括發展援助框架下類似的介入方式

（如種水稻）及其所關注的效果（如糧食安全），以及在非發展援助框架，例

如農業、營養等相關科學性研究結果，均有助於使發展成效評估的成果及其

意涵更加完整。第四，維持並增加與國際組織的互動，包括一般性的廣泛交

流，以及針對評核方法的觀摩學習。雖然臺灣現階段較難與聯合國、國際貨幣

基金、世界銀行進行官方正式聯繫，臺灣官方仍持續與ADB、IDB、EBRD、

中美洲銀行（Central American Bank for Economic Integration，以下簡稱：

CABEI）維持往來，甚至派員交流觀摩，22 除了學習上述組織的經驗，臺灣目

前已有的反事實分析經驗，甚至可能有助於規模相對較小的組織如CABEI，

成為另一種 “Taiwan Can Help” 的內容。

21	 見https://microdata.worldbank.org/index.php/catalog中Development Impact Evaluation
（DIME）之子分類，數據由作者整理。擷取於2022年4月7日。

22	 參https://www.mof.gov.tw/multiplehtml/d73d961b36484ed9a3f57372067defe5財政部國際
財政司發布之說明。擷取於2022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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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進一步延伸：初探反事實分析推廣到臺灣民間國
際發展組織進行反事實之可能性

根據OECD國家經驗，當組織達到一定規模，反事實分析即成為評估成

效的重要途徑，例如國際知名公司TOMS鞋，本身為營利性質公司，但打出 
“One for One” 口號，承諾每售出一雙即捐贈一雙免費、全新的鞋子給世界各

地需要鞋穿的弱勢兒童，其看似公益的訴求面對不少輿論挑戰，TOMS便勇於

與外部學者合作，以嚴謹的反事實分析框架檢視其作法，並平衡地呈現TOMS

公司贈鞋行動對受贈兒童與當地產業帶來的正負面影響（Wydick et al. 2018; 

Wydick, Katz, and Janet 2014）。

儘管上述三篇國合會文章存在以上可供討論的細節，國合會以目前進行評

核的人力配置有此產出，其經驗對於臺灣作為國際發展的參與者，仍有許多值

得討論與借鏡之處。同樣是進行類似性質的國內外助人工作，在國內也難見到

其他公益團體或非營利組織，以相應的積極性嘗試應用反事實分析評估自身成

效。作者目前搜尋到最符合反事實分析的臺灣民間對外援助案例，是實務實習

成果報告形式的一篇臺大公共衛生碩士論文，楊怡庭與愛女孩國際關懷協會合

作，探討青少女衛生教育介入方案對生理期健康行為的影響。作者將三所學校

分為有健康教育計劃介入的實驗組與無介入的控制組，研究對象為66名13至

17歲烏干達偏鄉漁村的女孩。研究結果顯示，經過五週衛生教育的女孩們更勇

於向父親和同儕訴說與月經相關的擔憂，對於月經的羞愧感亦大幅下降（楊怡

庭 2020）。其餘目前從事國際發展的臺灣民間組織，不論從台灣海外援助發

展聯盟（Taiwan Alliance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簡稱Taiwan AID）的網

站，或慈濟、家扶與世界展望會—受金管會指定需要簽報海外洗錢防制的三

大臺灣民間國際發展組織—之海外成果報告，都未能找到任何以反事實分析

進行援助有效性評估的公開內容。
23 

23	 搜尋範圍包括Taiwan AID網站，以及三大台灣民間國際發展組織2018年以來之年報或
年度報告書，多為援助的「記錄」，即組織個數、計畫個數、人次、場次、金額等，

其中最接近受援者成果的為世界展望會年度報告中，提到「印尼計畫區⋯家中取得乾

淨用水的比例從11%提升至79%；蒙古計畫區⋯兒童與家庭擁有乾淨水比率從18%變成
73%」等文字，但未能從公開說明文件找到上述數字之計算方式以及研究方法。家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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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探究目前國內從事國際發展服務的民間組織，為何未見到公開的反事實

分析的評估內容，本研究對國內一知名民間組織工作人員進行訪談後得知，

大型民間組織可能曾透過內部培力工作坊、或國際組織計畫徵求（Call for 

Proposals）的要求，略知反事實分析的研究方法，工作過程中也參考受援國既

有的統計結果。但由於該組織的國際工作目前聚焦在服務對象上，仍處於釐清

計畫目標以建立衡量指標的階段，尚未有餘力拓展至控制組；此外，基於該組

織海外派駐專員之學科背景，大多對於量化評估的興趣與掌握程度較低，原有

與學界合作預計進行反事實分析的收案規畫，亦因CDVID-19疫情而延宕，致

使目前尚未有反事實分析的評估內容。
24 目前臺灣國際發展的相關組織中，外

交體系與民間國際發展組織工作者以人文社會背景佔較多數，基於臺灣教育系

統文理科分流較早，上述學科背景中許多人可能高中畢業後就少有機會接觸數

學；自然科學背景者可能更熟悉反事實分析的邏輯與相關訓練，但過去可能傾

向僅出現在計畫執行部分（例如提供農業技術援助的專家），公共衛生一方面

屬於臺灣國際發展工作的優勢領域（如國合會五大領域中的公衛醫療），公衛

的知識背景與訓練，也較有機會產生反事實分析的產出，如同本文提及之現有

反事實分析成果（中華民國駐聖多美普林西比瘧疾防治顧問團、國合會近期三

篇期刊文章、楊怡庭碩士論文），均包含受過公衛訓練的研究者。

楊文山則表示，由於一般民眾普遍缺乏「介入效果」的概念，從機構的角

度，計畫評估的結果有可能對自身機構不利，基於擔憂傷害機構本身，國內

的機構（包括政府部門、非營利組織）往往缺乏誘因進行評估，使得國內許多

公部門政策及非營利部分的方案沒有評估的預算，也沒有政策執行者主動發

起的評估，政策效果僅能仰賴零星學者自發性的研究。美國的作法則是從制

度面著手，對於各種公共政策，首先由美國國會預算局（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編列預算，由美國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組成工

作小組（Task group），在計畫開始前先撰寫計畫準則陳述問題，並擬定後續

國際室及Taiwan Aid會員組織台灣遠山呼喚國際貧童教育協會嘗試透過個體資料進行分
析，目前僅處於研討會論文階段（Su 2020; Su and Lin 2019）。作者感謝匿名審查人的
寶貴意見。

24	 2022年5月30日與國內一知名民間國際發展援助組織之工作人員的線上訪談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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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方式，明訂經費中的1至5%做效益評估機制，以利持續進行政策評估，不

論是楊文山參與過的美國疾病管制局愛滋病防治計畫、或其他政府部門包括

USAID皆然。楊文山強調，政府應該增加公共政策效益評估之預算，當評估

的概念普及化，才能減低評估工作對官僚體系的威脅，也使官僚體系有更寬闊

的心胸檢視政策。國合會配合全球的計畫評估趨勢，持續精進評核方式，並公

開發表其評核方法與結果，將有助於國內大眾更加了解評估介入效果的意義，

未來得以改善國際發展工作以及其他公共政策品質。
25

長期而言，如欲增加臺灣國際發展工作的反事實分析能量，可能的做法有

三：第一，透過內部培訓、在職訓練，增加外交體系與民間援外組織工作者的

相關知能，但若與原先熟悉的知識背景與工作內容相差較遠，可能事倍功半；

第二，招募已具有量化研究能力的員工，但現階段對國際發展工作有興趣者，

未必已具備相關能力；第三，與學界合作，讓具有量化研究能量的師生赴駐地

參與資料收集與分析，同時讓更多元的科系接觸到國際發展工作的不同面向。

若非組織本身發展出龐大的研究部門，例如世界銀行的發展經濟學部門目前有

超過60位經濟學博士，26 其下的成效評估團隊，另有約20人具有碩博士水準的

量化研究能力，
27 其中碩士學歷者多曾於美國頂尖國際關係碩士學程修習計量

經濟學等量化課程，
28 與學界合作應是臺灣目前阻力與成本都較小的做法。

伍、結論

本文回顧二次世界大戰以降關於經濟發展的主要思潮，包括目前最受重

視、且獲諾貝爾獎肯定的反事實分析研究方法，並檢視臺灣執行ODA的主要

機構—國合會—近年來使用反事實分析方法進行事後評核之研究產出。國

合會遵循《國際合作發展法》進行評核工作已逾十年，2017年以來積極嘗試

以反事實分析框架進行事後評核，本文無意也無法以上述三篇發表於期刊的研

25	 2022年8月25日與2022年9月19日於臺北與楊文山的訪談發現。
26	 參https://www.worldbank.org/en/research/brief/researchers。擷取於2022年6月7日。
27	 參https://www.worldbank.org/en/research/dime/experts。擷取於2022年6月7日。
28	 2012年7月9日於美國華盛頓世界銀行總部的訪談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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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成果概括評論國合會所有成效，但這三篇反事實分析研究及其背後龐雜的評

核工作，格外凸顯臺灣在援外事務上，積極使自己成為國際發展社群實質（de 

facto）夥伴的努力與誠意。本文認為國合會在目前的人員編制下有此能量進

行研究實屬不易，除具體呈現援助成效並予以量化，亦藉著國際期刊及援助相

關國際會議等場合，與援助學者及實務工作者進行交流，有助於國內外學界與

民眾了解臺灣發展援助工作，打破金援外交等負面刻板印象。未來建議將評核

思維完整納入計畫初期準備與評估階段，收集基線資料，擴大樣本數，更積極

與文獻中的援助作法進行比較與對話，並持續或增加與其他國際發展組織交

流，期能進行更完善嚴謹之成效評估。

儘管三篇文章存在前述可供討論的細節，國合會目前執行評核的經驗對於

臺灣作為國際發展的參與者，仍有許多值得借鏡之處。基於目前國內從事國際

援助服務的民間組織，鮮少有公開的反事實分析評估結果，未來研究可以進一

步探究：反事實分析在組織內的推動過程，執行過程遇到的困難與解決方案，

計畫規模（經費與人力）在評核過程中的意義，以及反事實分析對組織內外產

生的影響。本文一方面鼓勵組織與學界合作，或爭取量化研究能力的人才，投

入國際發展工作，強化執行與評估的能量；另一方面，本文認為量化研究能力

並非每個國際發展工作者所必備，但期待透過本文的寫作，能使對於國際發展

工作成效評估有興趣者，對反事實分析建立初步的認識，取得更多與國際發展

社群交流的共通語言。

此外，雖然有效性是發展援助政策績效重要的衡量方法，許多發展援助最

主要的動機與績效，可能是鞏固現有政權與邦交，或者甚至只是為了援助國的

投資收益或地緣政治優勢（如一帶一路），或是企圖做到威權推廣，而非推動

發展與民主，
29 
這些動機對於受援國帶來的總體效果，則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

中，有待未來研究進一步探討。

利益衝突聲明：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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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das have put more emphases on aid effectiveness. How to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from policies to development outcomes, the last stage 

of the aid process, is closely related to counterfactual analyses using micro-level 

data and causal inference techniques, recognized by Nobel Memorial Prizes in 

economics in 2015, 2019, and 2021. This paper reviews the background of aid 

effectiveness, introduces the logic and techniques of counterfactual analyses 

commonly used in development studies, and examines academic publications 

applying counterfactual analyses to evaluate Taiwan’s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 projects. These include three projects carried out by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Fund (TaiwanICDF), namely 

horticulture projects in Kiribati and the Marshall Islands, two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and a food security project in Haiti. These evaluation studies 

go beyond the past practices of purely qualitative and descriptive evaluations 

of Taiwan’s ODA, which may suffer from being subjective. Counterfactual 

evaluations present and quantify TaiwanICDF’s aid effectiveness, increase 

the public’s understanding of Taiwan’s development aid and refut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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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gative stereotype of checkbook diplomacy. To conduct more rigorous impact 

evaluations, this paper suggests incorporating the evaluation design into the 

early stage of initial preparation to collect baseline data,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observations and engaging in more interactions with othe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s.

Keywords:  Counterfactual analysis, development economics,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 TaiwanIC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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